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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wins for Urban Planning: Lessons from the Past and Prospects
数字孪生在城市规划实践应用中的批判性思考

万  励   尹荦懿   汤俊卿   张龙飞   Timea NOCHTA   Jennifer SCHOOLING
WAN Li, YIN Luoyi, TANG Junqing, ZHANG Longfei, Timea NOCHTA, Jennifer SCHOOLING

起源于航空制造业的数字孪生概念在2010年代后期引入城市领域，方兴未艾。城市数字孪生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

城市中大量新兴数据源的兴起和计算机算力的飞跃提升（供给端），另一方面反映了人民对高品质、可持续城市生活的

向往，以及城市管理者对提升城市管理能力和城市竞争力的诉求（需求端）。供给端与需求端在表象上的匹配解释了城

市数字孪生市场当下的繁荣。通过对早期“智慧城市”运动的批判性剖析和对国外数字孪生发展近况的简要综述，指

出期待仅凭数字技术即可解决城市固疾是对城市数字孪生过于简单化的理解和不切实际的期望。从非技术视角对城市

数字孪生的必要性和革新性进行探讨，浅析当前城市数字孪生在城市规划领域应用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并对城市数字

孪生的未来发展提出若干思考。

The concept of digital twin, originated in the avia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urban domain in the 
late 2010s and is in the ascendan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ity digital twins, on the one hand, is enabled by the rise of new 
data sources in cities and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computing power (supply side). On the other hand, it reflects people's 
yearning for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urban life, and city managers' aspiration for efficient urban management and urban 
competitiveness (demand side). The superficial match between the supply side and the demand side explains the current hype 
of city digital twins. However, the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wins in the urban field is fundamentally and systematically different 
from its application in engineering. Throug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early "smart city" movement and a brief overview of 
the recent city digital twin development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ecessity and innovation of city digital twins from a non-
technical perspective. Practical challenges for applying digital twins for urban planning are examined, with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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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基于实时传感器和计算机仿真技术的

“数字孪生”起源于航空、航天制造业，对宇

宙飞船和飞机引擎运行状态的实时监控是

其早期的知名应用案例[1]。数字孪生概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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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数字孪生在技术层面与早期制造业数字

孪生应用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基于传感

器的实时数据收集、处理和反馈机制。但是

城市作为人类目前已知的最复杂的巨系统

之一[2]377，数字孪生在城市领域的应用与其

在工程制造领域的应用具有本质性、系统性

的区别[3]3，[4]。工程领域的数字孪生对于设备

“使用者”“拥有者”和“管理者”的定义

通常相对简单，各个相关方有着较为清晰的

角色划分，因此各自的行为类型也较容易确

定。但是城市的“使用者”“拥有者”和“管

理者”的身份划分则相对动态、缺乏明确的

角色和责任边界。在各个身份大类中，通常

也包含显著的差异性，例如一个社区内的所

有居民，虽然共享“居民”身份，但是其对

待城市数字技术的理解能力、态度、参与以

及受影响的程度往往相差极大。同时，工程

领域的数字孪生通常不直接模拟制度性要

素（institutions），但城市数字孪生作为新

兴的城市规划和管理工具，如果缺乏对制度

性要素（例如城市规划的决策和审批流程）

的关注和批判性响应，则从本质上失去了对

城市施加影响甚至直接控制的合理性和必

要性。城市的复杂性给数字孪生带来的挑战

在文献中有详细论述[2]377。

因此，不能把城市数字孪生简单地理解

为工程领域数字孪生的应用场景延伸，它更

不是简单地在城市或基础设施的物理仿真模

型里加入居民或者政府作为参与者。各种行

为个体、组织和其他制度性要素是城市复杂

系统的重要构成元素，是影响城市现有建成

环境和未来发展的决策主体。对决策参与者

和受影响者的全面关注，以及对制度性要素

的批判性响应是城市数字孪生迥异于工程领

域数字孪生的基础性特征。忽视这些本质区

别，将工程领域的数字孪生技术生搬硬套到

城市，期待仅凭数字技术（例如可视化、实时

交互以及各种优化算法）即可解决城市固疾，

这是对城市数字孪生过于简单化的理解和不

切实的期望。

本文通过对早期“智慧/数字城市”运动

的批判性剖析和对国外数字城市发展近况的

综述，讨论当前城市数字孪生在城市规划领域

应用中面临的重大挑战，并对城市数字孪生的

未来发展提出若干思考。

1    从“智慧城市”到“城市数字孪生”

      ——重演或进化？

城市数字孪生的快速发展，一方面得益

于城市中大量新兴数据源的兴起和计算机算

力的飞跃提升（供给端），另一方面反映了人

民对高品质、可持续城市生活的向往，以及城

市管理者对提升城市管理能力和城市竞争力

的诉求（需求端）。供给端与需求端在表象上

的匹配，解释了城市数字孪生市场当下的繁

荣。但这种表象上的匹配并非第一次显现，其

弊端在早期的“智慧城市”运动中已初见端

倪。学界对早期“智慧城市”项目在解决具

体城市问题方面的局限性已有不少批判性剖

析[5]66，[6-9]，简要总结如下。

第一，早期的“智慧城市”项目（例如

智能公共垃圾桶、智能交通灯）往往是“供

给端”驱动，以展示技术的可行性为主要目

标。技术供应商希望为自己的新产品或服务

开辟新的城市市场，因此宣称新产品或服务

可以解决困扰城市管理者和市民的“城市

病”。这类项目通常以“试点”的方式，在政

府的默许或协助下由技术供应商在有限的时

空范围内测试技术的可行性，并为后续技术

优化和创新收集新的数据和用户反馈。这类

项目的常见弊端在于技术方案本身完全以技

术为主导，缺乏对问题本源和城市特有的社

会、政治和经济环境（context）的考量[5]73，

企图通过通用的技术方法或工具解决社会问

题，忽略了“需求端”内部的差异化诉求和

各种隐性约束条件（例如对数字技术的不同

熟悉/接纳程度）。

第二，早期“智慧城市”项目往往

局限在单一的政策领域，例如智慧交通、

智慧市政和智慧政务，缺乏对多个城市系

统、政策领域或相关方之间相互依存关系

（interdependence）的考虑。对于重大的社

会发展问题（如新城规划、低碳经济）和久

治不愈的“城市病”（如交通拥堵、空气污染），

亟需基于多系统、多相关方协同的决策支持

系统。受限于政府的部门职能划分和传统的

学科边界，跨越多系统、多相关方的城市建模

仍有待深入探索。典型的模型案例包括城市

土地和交通整合模型[10-13]和城市规划多主体

模型[14-15]。

第三，有些“智慧城市”项目不以解决

具体城市问题为导向，而是希望依托“数字

化”和“智能化”实现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

部投资、提升城市竞争力等宏观政策目标[16]。

全球化背景下城市间竞争的加剧导致大量城

市将“智慧城市”提升为城市发展战略的一

部分。在这类项目中，“智慧城市”的“智能

性”不再是单一政策领域或者试点区域的属

性，而转变为整个城市的标签；“智慧城市”

成为激励技术创新、吸引创业投资、重整经济

发展的政策口号和代名词[17]。不可否认，“数

字化”和“智能化”为实现上述目标提供了

重要的技术支撑，但上述目标实难通过简单

的“技术解”得以实现。对数字技术和“智

能化”的片面追求而忽视对制度性要素改革

的关注，是“智慧城市”概念政治化的早期

典型特征。

数字孪生在城市和重大基础设施领域的

应用在外文文献中已有不少讨论。WAN等[3]29

对全球城市数字孪生的前沿案例进行分类、

分析和对比研究，其中包含城市数字孪生、区

域数字孪生和城市地下设施数字孪生3个案

例分类。2018年英国发布的“启明星原则”

（Gemini Principle）[18]为理解和推广数字孪

生提供了一个理论概念框架。该概念框架由

业界和学界共同提出，强调数字孪生在城市

建成环境中的应用必须遵循3个原则：以具

体目标（purpose）为导向，以信任（trust）

为基础，以有效的功能设计（function）为

前提。奥雅纳[19]发布的城市数字孪生白皮

书，通过对多位全球数字技术行业领袖的访

谈，提出城市数字孪生应该以新的城市愿景

（vision）而非技术为引导，对城市数字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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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来发展进行了批判性思考。WAN等[3]126

在“启明星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城

市数字孪生的概念框架，探讨了城市数字孪

生的独特优势和发展挑战，对数字孪生在城

市规划和管理实践中的应用提出具体建议。

NIEDERER等[20]探讨了数字孪生在生物医药

和工程制造领域从缓慢、昂贵的定制化系统

向快速、低廉的工业化生产转变的难点和潜

在路径，为数字孪生技术的大规模产业应用

提供了重要指导。

当下的城市数字孪生热潮是早期“智慧

城市”运动的重演，还是进化后的产物？回

答这个问题需要对城市数字孪生的发展有更

加长期、深度的观察。总结早期“智慧城市”

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可以迫使我们跳出单纯

的技术视角去审视城市数字孪生的必要性和

革新性。

2   从非技术视角定义“城市数字孪生”

基于对早期“智慧城市”运动的反思，本

章节从“非技术视角”对城市数字孪生的必

要性和革新性进行简要讨论。城市数字孪生并

非一个全新的概念。一方面，“智慧城市”运动

已经为城市数字孪生谱写了序章；另一方面，

运用城市仿真模型进行城市研究、指导城市规

划和管理实践，自1960年代开始已有数十年

的历史[21-24]。数字技术的飞速发展，无疑为创

造城市数字孪生提供了新的技术可能，但是从

非技术视角，城市数字孪生的必要性和革新性

集中反映在以下3方面。

第一，对城市发展可持续性、韧性的迫

切需求促使城市管理者跳出传统的行业或

学科边界和决策方式，希冀从复杂适应系统

（complex adaptive systems）[25]的视角去

理解城市运行和发展的规律，强化基于实证

的政策制定模式。城市数字孪生作为最新的

城市尺度仿真建模概念，为城市管理者的政

策需求提供了有力响应。相较于传统的、基于

单一学科/政策部门的城市仿真模型（如交通

模型、能源模型），跨学科、跨领域是城市数字

孪生的一个特有优势。城市数字孪生可以对

多源、异质数据进行有效的相互匹配、验证和

融合，从而为多系统、多尺度建模提供有力数

据支撑。多系统、多尺度建模虽然增加了模型

的数据要求和建模复杂性，但在应对复杂的

政策问题时，例如城市危机应急响应（短期）

和城市新区的选址和产业规划（中长期），能

有效识别系统风险，提升多部门协同决策的

能力（如自然灾害中的市政、交通、医疗和电

力部门的协同，新城/新区开发项目中产业发

展与住房、公共服务配套供给之间的协同）。

跨越多系统、多尺度的风险识别和管控是城

市数字孪生有别于传统单一领域城市模型的

革新性特征。

第二，城市数字孪生可加快政策效应评估

的频次和质量。在前一时期快速的城市化进程

中，城市规划决策的滞后性（如住房增长与人

口增长的脱节）和复杂的附带效应（如快速

发展地区对周边区域的虹吸效应）日益显现。

为进一步提升规划政策的时效性、减少负面附

带效应，对规划政策的短期和中长期效应进行

及时、系统、持续的评估尤为重要。有效的政策

效应评估能够及时发现政策设计中的不足、收

集市场反应弹性的实证数据（如房屋限价政

策对住房供给和销售量的影响弹性）并通过

政策设计的迭代积累宝贵的政策经验。城市数

字孪生及其背后的数据收集基础设施为加快

政策效应评估的频次和质量提供了新的实施

平台。例如，在工业园/科技园开发项目中，实

时收集企业入驻、投资强度、税收缴纳、研发投

资和园区土地利用数据，通过数学建模识别影

响园区土地需求和利用效率的关键因素，能够

帮助园区管委会针对企业的特定行业和特定

的发展阶段制定差异化的土地管理政策，在满

足企业发展需求的同时提升土地利用效率。

第三，城市数字孪生的可持续发展不仅

仅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成熟过程[26]，更依赖于城

市数字孪生的技术创新与孪生系统的开发者、

使用者、管理者和受影响者共同进化。社会技

术（socio-technical）系统理论[27-28]为理解城

市数字孪生的潜在发展路径提供了一个合适

的概念框架。该概念框架指出，大规模技术变

革的出现和传播并非单纯由技术本身的功能

特征所决定，而是技术与其所处的社会系统相

互作用的结果。主动或被动造成的社会系统的

变革为技术大规模应用创造了条件。从该理论

框架出发，城市数字孪生相较于早期“智慧城

市”运动的另一革新性在于其驱动城市规划

制度性优化的能力。

3   当前“城市数字孪生”发展的3个问题

3.1    缺乏以具体问题为导向的数字孪生系

统设计

从方法论的角度，城市数字孪生的典型

工作流程是以递进、迭代的方式，分析问题、

定义问题、对可能的解决方案进行情景模拟

和社会试验，然后针对模拟和试验结果进行

检验和方案优化，最终实施反馈并持续监测。

因此，一个有效的城市数字孪生必须以解决

具体场景下的具体问题为导向，动态选择信

息收集、分析和展示的对象与精度。数字孪生

系统设计的核心是制定科学、合理的决策流

程链条，并建立与之相匹配的数据收集和分

析功能。但是当前城市数字孪生常常过于强

调数据的收集和展示，特别是对可视化技术

的盲目追捧，忽略了对具体政策问题的关注

和对现有决策流程的批判性审视。很多城市

数字孪生系统实为数据可视化平台，缺乏在

不同源数据集之间进行选择、校验和融合的

功能，因此难以在具体的城市规划决策中发

挥实质性的支撑作用。

值得说明的是，基于实时数据的可视化

平台是城市数字孪生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某些应用场景下（例如实时交通监控）可以

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在其他场景下，特别是与

城市中长期发展相关的战略问题上，城市数字

孪生应该超越描述性（基于相关性）工具的

属性，向基于因果关系的解释性、预测性工具

转变，通过系统建模揭示影响政策效应的结构

性要素及其相互关系。

3.2   将城市数字孪生建设等同于软件采购

城市数字孪生并非一个独立的通用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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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因此不能仅凭“模版”或者软件的形式在

不同的城市或政策场景之间快速复制。城市数

字孪生的设计和运行应充分考虑各类型的约

束条件（如决策流程、权责分配、人力资源配

置和技术支撑），需要数字孪生的开发者、使用

者和受影响者等多方参与者的高度协同和长

期配合。孪生系统需要伴随技术、使用功能和

制度的变革而进化，模型算法的优化应建立在

对政策问题和决策流程深刻认识的基础上。

现有城市数字孪生平台的开发常以政府

采购的方式，由软件开发商提供开发服务。城

市数字孪生作为一个新兴概念，城市管理者

在制定招标文稿时，通常难以对孪生平台的

数据资源、具体功能和后续扩展性做出准确

的定义。对于具体用途的模糊定义导致现阶

段的城市数字孪生重现早期“智慧城市”项

目中“供给端主导”的弊端。软件开发商，特

别是城市数据大屏的供应商，为控制开发成

本和缩减开发周期，常采用通用模版和静态

数据输入，仅在用户界面上做出微调，后台架

构无法对数据进行有效甄别，缺乏与实际决

策流程的交互接口，导致城市数字孪生平台

“好看不好用”。

在某些政策场景下，数字孪生还应该发

挥驱动变革的作用，通过政务信息化，披露决

策过程的短板、强化权责分配，倒逼低效、落

后的决策制度进行改造升级。城市数字孪生

驱动制度性变革的能力在近期的国土空间规

划改革[29-30]和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31-32]建

设中已经初显成效。值得指出的是，上述案例

中的技术平台虽然不全冠有“数字孪生”之

名，但其包含的数据收集和融合功能均有数

字孪生平台的雏型。这些技术平台的开发和

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制度性变革，同时

是制度性变革的产物。

3.3    对城市数字孪生“系统优化”和“实

时性”的过分吹捧

当前城市数字孪生过于偏向新数据收集，

过于强调对复杂城市问题（如交通拥堵）进

行基于工程学的“系统优化”。在城市数字孪

生的开发早期出现常见数据“越多越好，越精

细越好”的片面观点。建立城市数字孪生不应

盲目求大求全，应以具体问题为导向，动态定

义数据收集的时序、广度和精度。在常规应用

场景下，应该优先利用现有数据源，通过深度

挖掘和多源融合，识别现有数据资源和收集机

制的不足，然后进行有针对性的补充和持续评

估。与此同时，城市管理者和人民对城市数字

孪生解决复杂城市问题的能力应该保持批判

的眼光。一方面，数字孪生城市提供了一个极

具潜力的决策模拟环境，可以测试各种可能的

解决方案并进行整合优化；另一方面，很多城

市问题的症结不是技术缺陷，常常涉及复杂的

历史、制度性因素，因此单纯技术层面的“优

化”实难奏效。基于数理的系统优化虽然对政

策制定具有一定的参考性和启发性，但复杂算

法的应用会同时加剧模型的“黑箱”问题。在

公共政策领域，模型“黑箱”会直接导致权责

不明、扩大决策风险，更严重的会导致城市数

字孪生沦为“领导意志”的解释工具。面对层

出不穷的优化算法，运用数字孪生模型进行跨

越单一系统/维度的政策风险识别可能比系统

优化更具实践意义。系统性风险在城市规划领

域的典型实例包括城市无序扩张或过度集聚、

城市公共服务资源配套的短缺或失衡等。

另一个相关联的问题是对城市数字孪生

“实时性”的盲目追求。工程制造业数字孪生

系统对工况的监测和控制通常需要较高的时

间精度（如秒或毫秒级）。这样的数据精度要

求反映了工况发生改变的速率。随着数字孪生

进入城市领域，开发者和使用者会自然而然地

期待城市数字孪生系统也具有高精度数据采

集的功能。但城市数据精细到什么程度才算足

够精细？是否越精细越好？本文提出城市数

字孪生的实时性是一个相对概念[33]，数据的采

集精度应该与数字孪生系统所应对的政策问

题的变化速率相匹配，不可盲目追求“实时

性”。例如城市住房市场（特别是供给侧）的

变化相对缓慢，因此周或月度数据即可满足大

部分政策分析需求，而城市交通和市政基础

设施的需求变化相对快速，因此需要更加精

细（例如每分钟或每小时）的数据输入。忽视

具体的政策问题和决策需求、盲目追求“实时

性”会导致采购、实施和维护成本的增加，增

加不必要的系统复杂性。

4  若干思考

展望城市数字孪生在支持城市规划，特

别是中远期战略规划中的应用前景，本文提出

以下若干思考。

4.1    运用城市数字孪生解决规划决策中出

现的层级混淆与矛盾问题

城市规划决策常常涉及多种不同的时

空和行政维度，从城市、城市圈尺度的战略

规划、中观尺度的分区规划和城市设计，到

微观尺度单一项目的规划与审批，城市规划

决策具有显著的层级特征。但在实践中，上

述决策内容往往出现层次混淆的问题，例如

依照低层级数据做高等层级决策，或做低层

级决策时忽视高等级决策约束。在高层级决

策中过度追求数据的精度会增加不必要的

数据收集和处理负担；在低层级决策时依赖

高度集成的数据资源会牺牲决策精度和响

应时效；无视高层级约束条件，更是会让决

策失去合理性和合法性。针对这些问题，城

市数字孪生可以在两个方面助力变革。一方

面，依托数字孪生的开发过程，逐步梳理、明

确各决策相关方的角色定位和权责分配，对

决策流程和时序进行批判性提升，促进多职

能部门的协作和相互监督。另一方面，通过

搭建不同尺度、不同问题的城市数字孪生体

系，对规划空间分析单元和相应数据流进行

分类、分级。在我国大量城市正在进行的城

市更新是典型的多层级规划决策实践，通过

数字孪生对项目进行多时空维度、全生命周

期的成本—效益和风险评估，将有助于数字

孪生城市“落地生根”。

4.2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建立一套城市数

字孪生平台的功能性评价体系

依托数字孪生城市，建立系统的城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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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安全分享体系，以此激发规划决策公共参

与、群智群策，并支持相关行业的技术创新。参

照国际经验，通过开放平台分享城市数据不仅

可以增加城市规划和管理工作的透明度，还可

以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在城市大数据收

集和研究领域，我国走在世界前列，具有显著

的制度优势。城市数字孪生一方面应充分发挥

既有数据优势，深耕基础算法和模型功能，另

一方面，通过有效的顶层设计强化数据安全和

个人隐私保护，为开拓国际化市场铺平道路。

开放数据平台和相应的数据分享、交易机制的

建立，还可以催生城市数字孪生技术的市场化

竞争。一座城市、一种功能可以且应该有不只

一个数字孪生系统，希冀一个数字孪生系统可

以覆盖所有的城市政策领域是不现实的。多种

孪生系统的良性竞争可以激励技术进步并降

低城市孪生服务的开发和使用成本。目前国内

的城市数字孪生市场，特别是在可视化平台建

设上，存在大量低效、同质竞争。各种可视化平

台多在“可视化”这个层面进行相互模仿，而

不是在支持、优化决策流程这个核心功能上突

破创新。为引导城市数字孪生产业发展、鼓励

行业创新，应尽快引入透明的市场竞争机制，

建立一套城市数字孪生平台的功能性评价体

系，并扩展行业上、下游建立一个城市数字孪

生的生态系统。

4.3    城市数字孪生系统应着力关注规划决

策理念、流程和制度创新

城市数字孪生技术诸多革新性优点的

实现不能仅仅依靠技术层面的提升，必须依

赖所服务或受影响的对象和制度做出相应改

变，实现社会系统和技术系统的相互作用、共

同进化。在城市规划领域，特别是战略规划层

面，决策者需要改变传统的规划决策理念和

方法，积极探索新的、基于实证研究的决策支

持。通过政策后评估的手段，对决策过程和质

量进行总结反思，将所积累的经验在其他项

目中加以验证和提炼。城市在投资数字孪生

系统时，应摒弃技术决定论，着力关注规划决

策理念、流程和制度创新。观念和制度上的转

变是数字孪生城市能够可持续发展、发挥其

革新性优势的必要条件。

5   结语

城市数字孪生作为下一代的城市研究

和治理工具，具有广阔的前景。但是无视城市

系统自身的复杂性、照搬数字孪生在工程制

造领域的方法论，将极大限制城市数字孪生

的适用性，甚至动摇其服务于公共政策的合

理性。为了让城市数字孪生摆脱“技术炒作”

的质疑，真正助力城市规划和管理实践，城市

数字孪生亟需一个合适的理论框架。基于“社

会技术”系统理论，笔者指出城市数字孪生

建设是一个开发者、使用者和受影响者共同

生产（co-produce）、共同进化（co-evolve）

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态的、可简单拷贝的

“软件”。数字孪生系统设计的核心是制定科

学、合理的决策流程链条，并建立与之相匹配

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功能。除了支持现有决策

流程外，城市数字孪生建设还有潜力成为城

市规划制度性变革的新驱动力。对决策参与

者和受影响者的全面关注，以及对制度性要

素的批判性响应是下一阶段城市数字孪生发

展应关注的重点。

（感谢奥韦•奥雅纳基金（The Ove Arup Foundation）对

剑桥智慧基础设施建设中心“转型中的数字城市”

（DC2-Digital Cities for Change）项目的资助，以及对本

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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